
 

 1 

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何正燕 张艳荣
1
 

(甘肃农业大学 财经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构筑乡村振兴的动力支撑｡ 立足省域尺度,构建了贵州省马

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 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该省2010—2018年两大系

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结果表明:(1)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 (2)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处于中度耦合水平,且呈现出不断协调､ 良性发展的态势｡ (3)两系统各指标之间关

联度较高,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对马铃薯产业的影响最大,平均关联度高达 0.8802;贫困户户均增收对乡村振兴的影

响最高,平均关联度高达 0.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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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我国高质量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任务,实现产业兴旺是农村区域经

济增长的关键｡产业则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带动周边地区人口就业､增加收入,在优胜劣汰中不断优化产业布局,进而打

造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生产国和消费国｡2014 年底,全国农村工作

会上正式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马铃薯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 70%以上分布在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分布

区域与贫困地区高度耦合的必然性决定了其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关键地位｡我国正处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关键衔接

期,产业则是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最优路径,更是后脱贫时代实现农户稳定性､长效性脱贫的重要保障[1,2],但如何实现产业和乡村

振兴的高效耦合发展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成果丰富,主要归纳为 3 个方面内容:一是基于产

业兴旺的角度探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实现路径[2,3-5];二是重点聚焦产业发展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意义[6-9];三是关注乡村产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10-13]等｡纵观已有研究,对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探讨,既有理论阐述,也有实证分析,研究体系较成熟,具有一定的实证研究基础｡但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角度比

较单一,多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马铃薯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建议[14-16]等,鲜有文献从实证角度对二者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

在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了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和关联程度,并进一

步探析了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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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地处 103°36′—109°35′E､24°37′—29°13′N 之间,东靠湖南省,南邻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毗云

南省,北连四川省和重庆市,总面积为17.62万 km2,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8%｡贵州省在西南地区处于承东启西､联接南北的重要

地位,是西南地区南下出海的重要通道和陆上交通枢纽,但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贵州

省是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之一,2018年马铃薯播种面积730.1×103hm2､产量241.4万t,分别居我国第一位和第二位｡独特的自然

地理位置和雄厚的产业基础是贵州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最大优势｡近年来,贵州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该省脱贫攻坚的

重点扶持产业和主导产业｡目前,贵州省88个县(市､区)均有马铃薯种植,其中42个县(市､区)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规划为全国马铃

薯优势区｡ 

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指标数据来自于 2011—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贵州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和历年的《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

得性,因此个别指标数据依据往年数据趋势通过插值法得出｡ 

2 耦合协调机理分析 

耦合源自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反映了各子系统相互依赖､

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17]｡协调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的关系,故耦合度是对系统之间相互作

用程度的度量,协调度是对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程度的度量
[18]｡ 

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协调关系(图 1)｡一方面,马铃薯产业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稳妥推进,为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后续发展动力,主要表现在马铃薯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高,马铃薯的亩净利润､成本利润率､每

50kg 主产品净利润均比其他粮食作物高(图 2),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五大目标的实现｡产业发展既是乡村振兴战

略的核心和主要着力点,又是后脱贫时代贫困地区脱贫成效持续性的根基和主要依托｡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为马铃薯产业提

供政策保障,促进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主要表现为:乡村振兴战略不但在发挥产业优势､发展特色优势农业､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等方面为马铃薯产业提供了支撑和保障,并为马铃薯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实现马铃薯产业现代化｡ 

 

图 1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耦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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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图 2 2018年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 

3 研究方法 

3.1 指标体系构建 

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基于数据的代表性､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等原则[19],本文通过项目实地

调研了贵州省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发展》(贵

州省)等政策性文件,在分析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战略两个指标体系协调互动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法､频度统计法

等,参考已有的研究[20,21],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马铃薯产业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3.2 熵值法 

在对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时,首先,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为避免主观赋权造成的不准确性,现有研究

大多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赋予权重｡为提高指标权重的合理性,本文使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首先使用极差标准化对数

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利用各指标所包含的信息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 

 

式中,Yij 为标准化后的数据;Tij为第 i个指标样本的特征比重;m为评价的样本数;Wj 为指标权重｡ 

3.3 综合发展指数 

本文采用综合加权法分别计算出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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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j 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Wj 表示指标权重;S表示综合发展指数｡ 

3.4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该模型共涉及 3 个指标值的计算,分别是耦合度 C 值､综合协调指数 T 值､耦

合协调度 D值｡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评定阶段与划分结果 [10,22]｡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A 为马铃薯产业综合发展指数;SB 为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指数;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分别反映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

两个系统的重要程度,此处假设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取α=β=0.5;C 为耦合度;T为综合协调指数;D为耦合协调度｡ 

3.5 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是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测算系统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是较为科学准确的研究方法[23]｡本文通过耦合协

调度模型,在宏观上对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但介于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两大系

统耦合作用的复杂性､关联性､交错性和时序性,运用灰色关联模型进一步分析两系统内指标的关联程度,从而揭示马铃薯产业与

乡村振兴的耦合作用机制,推动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实现高效协调发展｡ 

在进行两系统关联度计算时需要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以避免不同量纲带来比较上的困难｡在灰色关联模型中,首先采用均

值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已有公式计算出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的差序列,最后计算两系统之间的关联系数,得到

两系统的关联矩阵｡计算公式为[24]: 

 

式中,r 为关联系数;ρ 为分辨系数,一般取值为 0.5,引入该系数是为了减少极值对计算的影响｡比较各个关联度 R 的大小,

可以分析出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两个系统之间各指标之间的关系｡R 值越大,说明关联性越大;R 值越小,说明关联性越小｡根据

关联矩阵按行和列分别求出平均值,得到两系统之间的平均关联度｡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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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见图3｡从图3可见,马铃薯产业､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指

数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图 3)｡ 

 

图 3 2010—2018 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 

马铃薯产业综合发展指数从2010年的0.005增加至2018年的0.4273,中间个别年份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整体上升趋势显著｡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将马铃薯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作物,2009 年开始对马铃薯生产实施

良种补贴;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将马铃薯种业作为 5种主要粮食作物种

业之一,2010—2013 年贵州马铃薯产业发展势头显著;2014 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上正式提出“推进马铃薯发展和马铃薯主粮

化”战略,给贵州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2014—2015 年马铃薯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增加较大｡随着全球对粮食安全问

题的重视,马铃薯因增产潜力大､营养价值丰富,成为继小麦､玉米､水稻之后的第四大粮食作物,更是世界粮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贵州省马铃薯产量从2015年的 237.6万 t下降到2016年的 221.56万 t,导致马铃薯产业综合发展指数

下降,但 2016—2018 贵州省马铃薯产业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且 2018 年贵州省马铃薯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居我国第一位与第二

位,发展潜力巨大｡2010年与2018年相比,贵州马铃薯的加工企业增加了38家,平均出售价格从43.7元增加到103.99元,净利润

率由 9.09%提升至 35.75%,人均年消费量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显著｡对于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来说,马铃薯产业是促进农户脱贫致

富的重要渠道之一,2018 年马铃薯产业促进当地农户户均增收5622 元｡ 

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从 2010 年的 0.0809 增加至 2018 年的 0.432,一直处于上升态势｡2010—2013 年,贵州省把统筹城乡

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乡村振兴水平有所发展｡2013 年,贵州省政府出台《关于实施贵州省“四在农家美丽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的意见》,力争用 5—8 年的时间建成生活宜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美丽乡村｡2013 年与 2014

年相比较,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综合评价的增加值最大｡2013—2016 年,贵州省乡村振兴综合

发展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7 年,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2018 年,贵州省乡村振兴的增长幅度在 0.3903—0.432,2018

年达到最高值｡2010年与2018年相比较,贵州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13.8%提升至36.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整体水平不断下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471.93 元增至 9716.1元｡ 

2010—2018 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通过对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比较后发现,

马铃薯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比较缓慢,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除了在2013—2015年相对滞后以外,其他年份均较快｡因此,在推进贵州省

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马铃薯产业在该省的带贫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 

4.2 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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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公式计算出 2010—2018 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为 0.2339､0.475､0.4978､0.4718､0.4999､

0.4997､0.4942､0.4999､0.5,两系统耦合度整体呈递增水平,由 0.2339 增加至 0.5(图 4)｡由于贵州省马铃薯产业在 2012 年发展

水平有所提高,在 2015 年发展水平降低,导致 2012—2013 年和 2015—2016 年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耦合度出现略微下降｡根据

耦合度评定阶段与划分,2010—2018 年,两系统耦合度实现了由较弱耦合向中等耦合的过渡,总体处于良好的耦合发展阶段｡ 

根据公式计算出 2010—2018 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 0.1002､0.203､0.2476､0.3036､0.3273､

0.3747､0.3828､0.4386､0.4635,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由 0.1002增加至0.4635,年均增幅3.63%,发展态势良好,表明马

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与改善(图 4),逐渐处于协调发展状态｡根据耦合协调度评定阶段与划分,结

合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趋势图,将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过程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①2010—2013年,马铃薯产

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由 0.1002 增加至 0.3036,提高了 2.03%,说明在这一阶段两系统的协调度和耦合度持续加强,但由于

两者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仍然处于低度协调阶段｡②2014—2016 年,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稳步协同｡

2013年底,贵州省政府根据国家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建设的政策;2014年我国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

贵州省作为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主产区之一,有先天的产业发展优势｡在这一阶段,两系统的协同发展处于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过

渡阶段,仍然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但耦合协调关系更加稳定｡③2017—2018年,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由0.4386增加至

0.4635,进入中度协调阶段｡2017 年,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马铃薯产业作为贵州省

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成为贵州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的重要着力点｡在

这一阶段,通过国家政策的推动,贵州省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实现了质的跨越,进入了中度协调阶段｡贵州省立足自身

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建立完整的马铃薯种薯生产链,种薯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确保粮食安全,促进畜牧业､加

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从“救命薯”到“致富薯”的彻底转变;另一方面可以增加马铃薯种植产业的附加值,进而吸引更

多农民工返乡就业,投身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关政策的推动下,贵州省马铃薯

产业在生产､深加工､流通等环节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民”的基本经营机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马

铃薯产业链的价值增值｡2018年,贵州省马铃薯加工企业为 43家,加工企业增长率为 13%,走出了一条马铃薯产业现代化的独特路

径｡综上,贵州省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在自然条件､政策､空间等方面呈现出不断耦合协调的发展趋势｡ 

 

图 4 2010—2018 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4.3 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得到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的关联度矩阵｡可见,除个别之外,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各个指标

关联度均大于 0.65,关联性较强｡首先,对其中每一列求平均值并进行排序得出:在乡村振兴各个指标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因素对

马铃薯产业各项指标的平均关联度达到 0.8802,关联度强;贫困人口数对马铃薯产业各项指标的影响最弱,但仍然存在较高关联

性,平均关联度达到 0.6627｡其次,对其中每一行求平均值并进行排序得出:在马铃薯产业各个指标中,促进贫困户户均增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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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振兴各项指标的平均关联度达到 0.8560,关联度强;加工企业对乡村振兴各项指标的影响最弱,但是仍然存在较高关联性,

平均关联度达到 0.7510｡最后,在贵州省马铃薯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两两指标中,马铃薯产业的商品率与乡村振兴的农村基尼系

数关联度最大,达到0.9506,马铃薯加工企业数量与乡村振兴的贫困人口数关联度相对来说较弱,为 0.5775,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关

联性｡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

论:①2010—2018 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作为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

深的省份之一,同时又是我国马铃薯优势产区,充分发挥马铃薯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实现贵州省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无缝衔接的关键｡②2010—2016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处于低度协调阶段,2017—2018年两系统处于中

度协调阶段,且不断磨合与改良,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2014—2018 年,我国提出马铃薯主粮化､产业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

推动了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但总体来说,贵州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略微滞后,在未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中,要促使该战略的具体实际与马铃薯产业相结合,实现马铃薯产业的兴旺｡③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内指

标间的关联程度,得到农业机械总动力因素､促进贫困户户均增收的水平､商品率与农村基尼系数是影响贵州省马铃薯产业与乡

村振兴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介于此,贵州省应重视城乡贫富差距问题､提高马铃薯商品率､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等,促使两系

统向极度协调阶段发展｡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马铃薯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相对来说不够成熟,指标的筛选有待进一步优化和考证;二是由于受到

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未对贵州省 9 个市(州)的马铃薯产业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所得结果无法客观反映贵州省各

地级市(州)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继续搜集相关指标数据,做进一步的探索｡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发

展方向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其中产业兴旺是重点｡在贫困地区的今

后发展中,研究激发本地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农村地区产业的“涓滴效应”,推动特色产业链条发展,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

与要素流入乡村地区,推动城乡融合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的产业振兴和乡村振兴,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涂圣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J].中国农村经济,2020,(8)∶2-12. 

[2]刘明月,汪三贵.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的有机衔接:逻辑关系､面临困境及实现路径[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57(4)∶137-144. 

[3]朱海波,聂凤英.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20(3)∶15-25. 

[4]王国峰,邓祥征.乡村振兴与发展中的产业富民: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41(6)∶910-918. 

[5]李钢,李景.中国产业扶贫“十三五”进展与“十四五”展望[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11)∶9-16. 

[6]屈学书,矫丽会.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经济问题,2020,(12)∶108-113. 

[7]徐朝卫.新时代乡村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逻辑关系研究[J].理论学刊,2020,(3)∶85-92. 



 

 8 

[8]卢俊阳,邓爱民.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与社会支持研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 

(6)∶51-60. 

[9]蒋和平,郭超然,蒋黎.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0,(1)∶5-14. 

[10]庞艳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315-320. 

[11]李志龙.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3)∶643- 

654. 

[12]郑群明,周聪聪,闫瑶瑶.青海省乡村振兴与生态旅游耦合协调[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35(6)∶74-81. 

[13]杨阿维,贾利乐.基于乡村振兴视阈下的西藏农业现代化实证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4)∶147- 

154. 

[14]郭成瑾,张丽荣,王喜刚,等.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宁夏乡村振兴[J].宁夏农林科技,2019,60(9)∶98-99. 

[15]曾钰婷,斯年,许娟妮,等.发展西藏马铃薯产业助推乡村振兴[J].西藏农业科技,2018,(3)∶76-77. 

[16]杨雅伦,郭燕枝,孙君茂.我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7,19(1)∶29-36. 

[17]顾惊雷.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以“一带一路”18 省市为例[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6,(6)∶35-43. 

[18]赵书虹,陈婷婷.云南省旅游驱动型城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驱动因素分析[J].旅游科学,2020,34(3)∶78-93. 

[19]奚青梅.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探讨[J].生态经济,2009,(8)∶92-96. 

[20]储雪俭,钱赛楠.基于耦合协调度和灰色关联度的中国物流业与金融业协调发展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7)∶ 

93-100. 

[21]沈剑波,王应宽,朱明,等.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J].农业工程学报,2020,36(3)∶236-243. 

[22]张琼.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250-256. 

[23]郭珊珊,张亚丽,黄王君嫦,等.河南省各地级市经济与环境耦合关联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6,32(23)∶193-198. 

[24]梁雯,桂舒佳.安徽省经济与物流协同发展研究——基于灰色关联耦合模型[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 

(4)∶86-96,128. 

[25]殷杰,杨艺同.我国展览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J].经济地理,2020,40(8)∶194-202. 


